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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全球公民社會」與「初級至三級社群」兩派學術文獻

對資訊科技如何透過中介的社群，推進民主的正反討論中，我

們分析出一個有待檢證的重要假設：到底資訊科技是如全球公

民社會論者所說，透過公民團體內部擴大資訊來源與成員平等

近用的機制，而有助於民主發展；還是如初級至三級社群論者

所想，因為公民團體內部易分化為派系的傾向，使得資訊科技

反而傷害了民主？ 

面對這樣的假設，本文要以台北北投社區中，互相角力的

公民團體競相使用網路平台（視訊會議、PeoPo 公民新聞）的

個案，初步檢定這一假設的真偽。檢定結果則傾向支持初級至

三級社群論者的悲觀看法，即在資訊科技不夠普及、數位落差

存在的情況下，網路新科技只是增強北投已分裂的公民團體各

自追求其民主議題的論述能力，截至目前為止它無法跨越、遑

論整合不同團體而提升地方的民主動能。 

 

 

 

 

 

 

 

關鍵詞： 北投、全球公民社會、初級社群、信任、資訊科技、

審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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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治學者劉正山曾經整理 2001 年至 2003 年間，美國政治學界在學

術研究與實務兩方面探討所謂「電子化民主」（E-democracy）的文

獻。整理結果發現，「美國研究電子化民主的政治學者，一般都對網際

網路維持民主健康的影響力表示悲觀，反而認為時至今日，政治還是原

地踏步。」（Liu, 2005）對於這一結果，很多學者，包括社會學者與傳

播學者在內，大概會嗤之以鼻，認為政治學其實就跟經濟學一樣都是

「憂鬱的科學」，對任何新科技都不會有樂觀評價。反而這些學者在理

論上建構了相當多正面的文獻，以理據支持網際網路的資訊新科技有助

民主的看法。爬梳社會學者論述資訊科技與民主的正反關係，構成本文

文獻檢討部分的重點。但是我們認為就像「徒法不足以自行」的說法，

光有科技而沒有兼顧使用科技者構成的公民社群，我們也無法了解科技

如何對人們的民主理念與實踐發生影響，因此才有本文的副標題，希望

釐清三個變素之間的關係。透過文獻的整理，我們下文將提出一個主要

假設，那就是：到底資訊科技是如樂觀學者所示，會透過公民團體內部

擴大資訊來源與成員平等近用的機制，而有助於民主發展，還是如悲觀

學者所言，因為公民團體內部容易分化為派系，爭相使用資訊科技的結

果反而傷害了民主？ 

面對這樣的假設，本文接著要以台北北投社區中，互相角力的公民

團體競相使用網路平台的事例，初步檢定我們主要假設的真偽。我們所

以要用個案做初步檢定，不但源於通盤了解具體事例的研究口味（

Geertz, 1973: 14-16），也因為像我們的公民團體所用到的網路平台—

PeoPo 公民新聞，乃是 2007 年 4 月間誕生的新制度（詳後）。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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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太多的數據供量化研究的情況下，敘事性的個案研究仍可以把與理

論相關的癥結表述清楚—即透過實例與理論所示因果機制的比較及對

照，初步檢定我們的正反假設。但是，不知是幸還是不幸，我們的個案

檢定，仍會帶領我們走向悲觀的結論。我們將指出，在資訊科技不夠普

及、數位落差存在的情況下，網路新科技只是增強北投已分裂的公民團

體各自追求其民主議題的論述能力，它無法跨越、遑論整合不同團體而

提升地方的民主動能。 

貳、文獻探討 

都市理論學者 Lewis Mumford 主張從人的社會脈絡中探討科技的發

展史。1 從這一脈絡觀察，他認為西方歷史上的科技總是朝著兩個相互

競爭的方向演進：為威權所用或為民主所用（May, 2002∕葉欣怡譯，

2004: 35-39）。雖然 Mumford 保有樂觀情緒，斷定威權技術終究不敵民

主技術（即輔助自上而下統治的科技，最終會被志在解除桎梏的民眾技

術所克服），科技是否在資訊時代的今日依舊站在爭取自由、民主的一

方，則還在未定之天。衡諸目前文獻，雖然有兩派都從社會脈絡的角度

探討資訊科技（如電腦輔助的溝通技術[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

tions]，簡稱 CMC，以「網際網路」最著稱），對於這些新興科技到底

能否推動程序民主（定期選舉、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進而普及實質

民主（理性辯論、尊重少數），以達到創造「共善」（common good）

的目的，則正反有別，涇渭分明。以下我們就先探討資訊科技透過中介

的脈絡，推進民主與共善的正反理由，再試著綜合雙方論點，繪製一個

可供經驗材料檢驗的因果假設圖（圖一）。我們後文要檢驗的最重要假

設是，到底資訊科技是透過公民團體內部擴大資訊來源與成員平等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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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而有助於民主發展，還是因為公民團體內部易分化為派系的傾

向，資訊科技反而傷害了民主（圖二）？ 

本節最後則一方面要評估並試著拒斥一個折衷正反文獻的觀點，即

主張以「道德為主、威壓為輔」的方案來解決譬如說公民團體內部派系

林立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一方案無法逃脫循環論證的陷阱。另一方面，

也試著把圖二所代表的次級文獻放置到（主要是）政治學者的「網際網

路與民主」辯論中討論。 

一、正方意見 

對資訊科技與民主關係持正面看法的社會科學者，大多會借重

Habermas 在 1960 年代提出的「公共領域」概念，因為他在西歐歷史中

所找到發生在公共領域內的溝通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現

象，似乎正是全球資訊化時代的各國人民值得追求的目標。讓我們從

Habermas 的「公共領域」開始討論，再轉而檢討後來學者如何把這一

概念透過資訊科技而擴大為「全球公民社會」的構想。 

Habermas（1989: 25）的「公共領域」指的是十八世紀英、法、德

等歐洲社會中，介於公私領域而由中產階級的「私人所聚集形成的公共

圈」，目的在辯論中產階級從事商品勞務交換的生計時，所發生而涉及

整個階級的公共問題。這是歷史上存在過的公民社會。2 這一公共領域

的形成，從中產階級—指資本家、商人、銀行家、企業主、製造商及學

者（1989: 23）—之私領域裡獲得兩大助力：從他們的職業圈裡取得必

須運用理性進行辯難的議題；卻又轉化他們的核心家庭中固有的自願（

voluntariness）、互愛、教養諸美德，成為公共辯論時必備的開放、平

等、及批判的公德（198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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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的公共領域意謂它已制度化。Habermas 因此討論了文人，包

括報紙記者，在沙龍、咖啡屋、俱樂部暢談高論所形成的公共圈（即所

謂文人公共領域），並認為在這裡的言論經報紙發表就變成政府公領域

必須重視的「輿論」（1989: 31）。文人公共領域的所在地必在市鎮（

town）—十八世紀開始工業化後人口的集中地，所以市鎮一方面構成中

產階級的謀生範圍，另一方面也是提供對文人特別重要的文化產品（戲

劇、小說、報紙）的市場。所以，文人公共領域是在固定地點上聚會而

成，它透過輿論與公部門接觸；也因為與「公民社會」重疊在市鎮範

圍，它也能即時掌握經濟現況，形成沙龍議題。 

總之，Habermas 認為中產階級的經濟議題逼使他們聚會並訴諸理

性的討論；可是討論過程能正反俱陳、兼容並包則需先有家庭教育所培

育的美德。這一見解一則成為我們討論折衷自利與共善的重要基礎，再

則也成為 Habermas 推演「審議民主」概念的起點（詳後文），最後則

成為 Albrow 與 Glasius（2008）治療「全球公民社會」中民主矛盾的藥

方。 

Albrow 與 Glasius 同意其他學者的觀察：20 世紀下半葉以來民主制

度的全球性擴張產生了民主的內容稀薄化的矛盾結果。也就是說，定期

選舉等的程序民主不斷被各國採行的同時，講求理性辯論的這種實質民

主內涵遭到漠視。針對這一民主矛盾，他們認為 Habermas 所主張形成

公共領域的三個必要條件（所有公民都有近用權、所有聲音一體受到接

納、參加成員互相尊重並遵守辯論規則），仍然適用今日的「全球公民

社會」，雖然他們也了解批評者始終認為這些條件過於理想，與迄今權

力不平等的現實扞格（Albrow & Glasius, 2008: 10-11）。3 

另一位極力主張「全球公民社會」已然存在的政治學者，Keane（

2003: 168-174）則針對 Albrow 與 Glasius 所艷稱 Habermas 的「溝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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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即在後文的個案中會加以分析的「審議民主」），從資訊科技全

球化的角度，提出這種全球化為什麼會造成各種大小不等的公共領域勃

發滋長的理由。Keane 認為，全球性資訊足以啟動閱聽人全球性的三重

心理效應：首先，是橫跨全球的媒體公司為他們想像中的全球閱聽人創

製了全球性的影音產品，因此加速了「世界一舞台」現實的來臨。其

次，不可否認在各種公共領域中，全球影音產品志在挑起閱聽人的反

應，因此在對閱聽人提供行為的動機及事件發生的肇因方面，相對不

足。不過，雖然影音產品的知性訊息不夠，透過媒體以親暱或者譏諷口

吻的敘事，全球公民社會的成員還是減少了褊狹、也擴張了視野。最

後，全球資訊提高了觀眾透過將心比心，體會生計不易、生命脆弱的一

體危機感。但是除了心理效應之外，全球性資訊也帶來政治效應，包括

閱聽人對成形中的全球公民社會無以名狀的雜亂之感，以及這一成形之

物需要更多民主成分—如代表性、正當性、與權責相應等觀念—的感

覺。 

以上三位學者或者從程序民主的全球化直接推想全球公民社會的存

在，或者從資訊全球化對閱聽人的心理與政治效應，設定各種（包括全

球性）公共領域的誕生；其實他們都缺乏對「全球公民社會」這一概念

的實質說明。筆者認為能夠言之成理的說明，反而來自宣稱在資訊時代

公民社會已經逐漸消亡的 Castells（1997: 12）。 

Castells（1997∕夏鑄九等譯，2002: 393）明言：「網絡社會新的

特徵……減弱了市[公]民社會之制度，以及誘發了網絡社會。即，全球

化、資本主義重構、組織的網絡、真實虛擬的文化，[這四項]資訊時代

社會結構的主要特色，正是工業紀元中建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危機的根

源。」網絡社會是取代公民社會而起的資訊時代社會結構，而它的四大

特徵跟企業網絡（enterprise network）與網際網路（the Internet，最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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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熟知的 CMC 科技）的結合有密切關係。 

傳統的企業網絡（如東亞以家族為單位、沿著人際信任而發展的網

絡，Castells, 1996∕夏鑄九等譯，1998: 188）具有應付速變環境的彈性

與適應力，它的缺點則在一旦逾越自身範圍，它就不易協調企業之各種

功能、不易對準目標集中資源、也不易完成眼前任務。而網際網路的出

現一躍成為資訊時代新企業組織的技術性基礎：網路史無前例的結合了

「彈性與績效、整合的決策與分散的執行、以及個體化的表意與全球水

平化的溝通；它突破了傳統企業網絡的範圍侷限，而造就了新時代更佳

的組織形式」（Castells, 2001: 2）。Castells 於是認為如果所謂的「全球

公民社會」已經存在，那麼這一實體也必然吸收了由網絡與網路結合的

「網絡社會」的特色。事實上，Castells（2001: 154）明確的指出，全球

公民社會「乃由以社群為準的電子網路與公民團體所串聯而成。」4 

至於網際網路是否會推動民主發展？Castells（2001: 155-164）提供

了以退為進的答案。他認為回答「是」乃許多人的期望，可是他所掌握

的研究報告都指出，除了在北歐三國外，網路目前最大的政治效用是提

供平台供人消費「政治醜聞」。這樣做不但不能加速民主反而加深現有

政局的正當性危機。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網路最終有助民主，因為網

路的存在夷平了各方操作符號象徵的基底，也廣增了訊息的來源。 

總之，從今日社會脈絡的角度肯定資訊科技（如網際網路）助長民

主發展的學者中，幾乎所有人都接受這種科技乃透過可以稱做「全球公

民社會」的中介，而拓展了民主態度與理性辯論。其中，Albrow 與

Glasius 主張資訊時代的民主有重程序輕實質的矛盾存在，全球公民社

會只有在滿足 Habermas 早先所提形成公共領域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下，

才能解消民主的矛盾。而 Keane 則論說網際網路帶來的全球資訊對其閱

聽人產生了兩類效果：純心理效果包括「世界一舞台」的想像、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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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腥」訊息的反應、及一體的危機感；政治效果則包括閱聽人對全球公

民社會與民主的失望與期待等感受。我們注意到 Keane 的「色煽腥」心

理效果與期待全球公民社會更具民主色彩的政治效果，其實吻合

Castells 所云。即網路短期內乃提供政治黑幕供人消費，長期來看則會

以拓展消息來源、提供各方操弄符號平等的起跑線而改善民主（意同

Albrow 與 Glasius 的「所有公民都有近用權」必要條件）。最可注意

的，則是 Castells 主張要催生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必須經「由以社群

為 準 的 電 子 網 路 與 公 民 團 體 所 串 聯 而 成 。 」 這 一 主 張 一 方 面 比

Albrow、Glasius、Keane 等人提出了構成全球公民社會的新元素—公民

團體之外的社群網路；另一方面卻嚴重疏忽資訊時代的主要「社群」（

人際關係組成的社會脈絡）迥異前代的事實。社會脈絡蛻變如何制約網

際網路提升民主程度的能力，正是我們討論反方意見的切入點。 

二、反方意見 

Calhoun（1998）強烈主張討論電腦輔助的溝通技術（CMC）如何

有助人群，一定要先釐清人群結社到底有多少種，才能檢視 CMC 在不

同社群裡的作用。根據社會學常識，以人群能否面對面溝通議事為標

準，可以劃分三種社群：面對面持續溝通的社群（如家庭、村莊或友儕

團體），面對面短暫而正式溝通的社群（如一般人與郵局、銀行、法院

之櫃台人員的關係），及間接社群（彼與此需經過科層組織、市場、或

媒體等制度中介的關係）；這三種社群分別在社會學者所分的傳統、現

代、資訊（又稱後現代或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各擅其場。5 讓我們簡稱

三者為初級、次級、與三級社群，並強調原則上次級社群有機會轉化為

初級社群，而三級社群則無此可能—因此我們通常會依其社群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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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如性別、種族、或職業來辨識他們，也就是用三級成員的

「身分範疇」（categories of identity，另譯為「認同範疇」）來將他們

刻板印象化。 

接著 Calhoun 假設 CMC 對三種社群的不同作用如下：CMC 會增補

（supplement）初級社群內部現有的關係（如透過電腦打國際電話與親

人通話）；但它卻會減少在次級社群中與人正式溝通的機會（如以網路

銀行取代親至櫃台辦理匯款）；最後 CMC 則會大量增生三級社群，尢

其是我們慣稱的「虛擬社群」。如果資訊時代 CMC 在三種社會脈絡的

作用正如上述，那麼我們可以歸納說，固然有時候 CMC 可以提供公共

參與及即時公投而促成「基進民主」，它所顯示的總趨勢卻是「增強既

有的權力結構。」（Calhoun, 1998: 381） 

所以，Calhoun 在嚴守社會脈絡（即他所謂的「社群」）型塑資訊

科技之為用的立場上，認為電腦輔助的溝通技術只會惡化權力不等的現

狀。6 引申可知他無法同意 CMC 足以催生全球公民社會，進而普及民

主的論調。但是至此 Calhoun 實在尚未說明，時至今日我們為何還必須

接受社會學劃分三種社群的常識為真；也就是說他沒有針對三種社群的

劃分標準（面對面與否）有一理論性的說明。而這一說明筆者認為以政

治學者 Russell Hardin（2006）所示最具啟發性。 

Hardin 認為一級社群指的就像 10 世紀法國農民 Bodo 所住由 80 人

組成的村莊。村民的道德觀是由宗教價值以及「社會性互報」的規範所

組成。當 Bodo 不守規範（譬如本季農忙卻不去協助去年他生病時送來

糧食的鄰人下田）之時，他可能馬上會遭受到全村的孤立羞辱，甚至放

逐（ostracism），因此逼得他不得不遵守規範，卒能產生村人農忙合作

時所不可缺的互信（trust）。但是，在現代生活中，我們會跟遠超過 80

個以上的人，針對「特殊的共同利益」（specific common interest，如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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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稅減免、統獨公投、高齡照護公共化等）共組各種也許交情不深的團

體（稱之為「利益團體」，屬於次級社群）。這類團體既少重疊而其內

部關係也無法稠密到強迫我們遵守任何規範。在這些疏離的社群中我們

只能從「直接的互報」行為中贏得他人的信任。什麼是直接互報產生的

信任？那就是在次級社群中 

我為你做某件事因為我相信你會回報，而你果然回報主要

因為你要維持與我的交情。就因為要維持交情，你把完成我對

你的信任視為自己的利益；即你把我的利益納入在自己的利益

考量當中。以上是信任的互納利益模型（encapsulated interests 

model）。（Hardin, 2006: 8） 

所以依 Hardin 所言，傳統社群中人的互信來自面對面生活必須遵守的

「社會互報」規範；而此種規範有回報時間不定、回報之項目及其價值

也不定、卻以社群全體作為獎懲（sanction）之最終機制的特點；相反

的，在現代繁多的利益團體之中，人只限於在能夠經常見面、彼此遵守

「直接互報」規範的少數人之中形成互信，而這一規範的特點則是回報

時間與項目相對確定，而令人遵守此規範的機制只有兩人直接的互動與

名譽（詳下一段），卻缺乏像全體孤立個人這樣的「放逐」機制。 

這裡必須先澄清 Hardin（2006: 19-23）對信任觀念的看法。他認為

把信任視為道德觀念或人格特徵，都無法導引出對眾多現象的解釋；只

有把信任視為一個包含三方的「關係」概念才有廣泛的解釋力。所謂三

方的關係指的是：甲對乙做丁這件事（或對乙與丁事件的關係）有信心

（Hardin 特稱此信心為 trustworthness，意謂甲對乙做戊事不因此就有信

心；甲對乙的信心乃以丁事件為限）；而這一信心或者表現為甲重視並

願意維持與乙的互動，或者表現為甲接受乙固有的名譽（reputation）。

互動（面對面的方式占大部分）與名譽就是使現代人能夠互信的兩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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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在互信的基礎上人才能精誠合作以創造每人所欲的「共善」（如

合作度過農忙期、或爭取民主制度）。而在社會互報或直接互報規範下

的社群中，成員之間的信任都不離互動與名譽之為用，但只有傳統、簡

單、人數少的初級社群才具備「放逐」這種令互報行為不得不發生的強

制信任機制。 

Hardin（2006: 24）曾經明示放逐、互動與名譽三種形成互報與互

信的機制當中，只有名譽最可能發生在「間接關係」中而形成三級社群

的互信。換言之，個人自重名譽當然會使她成為可信之人；但是更重要

的是，名譽或者出諸口耳相傳，或者形諸履歷文件而通過包括 CMC 在

內的媒體傳輸，足以在個人與未見面機構之間形成初步的信任（如機構

甲信任某人乙會準時出席某地接受面試—即丁事件）。 

最後，Hardin（2006: 13）有一觀察也很切題。從古至今仿佛造成

互信的機制愈來愈少，意謂我們愈來愈不相信其他人。這種說法忽略了

一個事實，即在三級社群當道的今日，其實我們仍保有自己的初級社

群，卻遠比傳統時代的人多有機會發展在各種利益團體裡遵守直接互報

規範的「小圈圈」，或云「派系」；也就是說當我們不相信的人遠比傳

統時代的人多的同時，我們也遠比他們相信更多的人，只因為我們早已

脫離村莊的樊籬而多有機會接觸各色人等。 

可見，Hardin 互納利益的信任模型，剛好彌補了 Calhoun 畫分三級

社群說理的不足。而綜合 Hardin 與 Calhoun 的解說，我們可以看到：當

不管是程序民主或者是實質民主成為某一社群成員要合作爭取的共善

時，資訊科技是否能夠助長他們的團結合作，關鍵在於他們的社群是擁

有何種互信性質的團體： 

—如果是初級社群，那麼其成員之間的互信由放逐、互動與名譽三種機

制所產生。資訊科技固然可以補充增加他們的互信，卻只是維持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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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條件（即有此科技則增補互信，但缺乏它也並不妨事）。 

—如果是二級社群，那麼其成員之間的互信是產生於由互動與名譽所構

成的「直接互報」規範。這種互信一則由於整個社群就是建立在成員

「特殊的共同利益」基礎之上，再則是由成員以兩人一組為單位透過

「互納利益」再串聯而成，所以可以說是與初級社群的「全面信任」

相對的「片面信任」。資訊科技一方面會成為維持「互納利益」組群

之互信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卻成為疏離同社群中未被納入各「小圈

圈」的成員的工具。 

—如果是三級社群，那麼個人與制度機構之間的互信只是由彼此的名譽

所產生，相對於「全面信任」與「片面信任」，這裡的互信關係也許

只能稱為是「表面信任」。但是資訊科技反而在這裡大展身手—如透

過網際網路傳遞履歷表，此科技即時壯大了收到履歷表的某一三級社

群（因其潛在僱傭人數又增加一人），又即時串聯所有收到履歷的三

級社群成為求職者藉以獲得工作的虛擬社群。 

三、綜合假設 

檢討過資訊科技如何透過社會脈絡（指全球公民社會、或初／二／

三級社群）的中介，而影響到民主發展之命題的正反理由，我們可以把

各種推論綜合繪成如下因果關係的假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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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公民社會： 

     公民團體＿＿科技對兩者短期帶來政治醜聞（－） 

     社群網路       長期帶來擴大來源（＋） 

   ↗               及平等近用（＋）  ↘ 

資訊科技                          民主 

   ↘ 初級社群—科技乃增進互信的充分條件   （無關）↗ 

     二級社群—科技乃增進派系互信的充分條件 （無關） 

            卻疏離派系之外成員     （－） 

     三級社群—科技乃增進「表面信任」的必要條件（＋） 

圖一：不同社群如何中介資訊科技對民主發展的影響 

 

圖一中，括號內容有「＋」、「無關」、「－」三種，分別代表文

獻所標示的因果機制令資訊科技對民主產生正面、負面或沒有影響。圖

中需要進一步分析的，首先是社群網路與三級社群的關係。我們可以

說，社群網路似乎符合三級社群的定義，因為社員的共同身分是「網

友」──由網路做媒介而塑造出來的相似性範疇。而正反雙方文獻也都

肯定網路／三級社群中介資訊科技使之有助於民主的發展。但是，正方

指出是透過擴大資訊來源與成員平等近用的機制，科技才能裨益民主；

反方則認為科技造成更多的「表面信任」至少令網友之間有起始的善

意，準備合作追求民主的共善。反方認定表面信任帶動民主的力道，顯

然比擴大來源與平等近用的力道薄弱許多。可惜的是，雖然下文我們將

觀察台北北投地區的社群，如何中介資訊科技與地方的民主發展，那裡

目前並沒有類似阿姆斯特丹「數位城」那樣的社群網路，我們只能暫時

把檢驗網路／三級社群的中介效果的工作，延到後續的研究。 

其次，需分析的是公民團體與二級社群的關係。因為公民團體必然

是為了爭取「特殊的共同利益」而成立的利益團體，它符合 Calhoun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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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群的定義。可是，正反兩方文獻對科技藉由它對民主發生影響的討

論卻是歧見最大：正方大體認為長期來看，透過擴大資訊來源與成員平

等近用，資訊科技有助民主發展；而反方則主張公民團體易被內部的

「小圈圈」所分化，科技透過此一團體及其派系的中介，不但無助民主

還可能因為團員藉媒體放話內鬥而傷害民主。針對這一大歧見（圖

二），下文我們將利用北投地區的公民團體如何中介科技與地方民主的

素材，以評估文獻兩造孰是孰非。 

 
     公民團體：科技短期帶來政治醜聞 （－） 

            長期帶來擴大來源 （＋） 

   ↗        及平等近用    （＋）            ↘ 

資訊科技                          民主 

   ↘ 二級社群：科技乃增進派系互信的充分條件 （無關） ↗ 

            卻疏離派系之外成員     （－） 

圖二：二級社群（如公民團體）如何中介資訊科技對民主影響的正反假設 

 

於此，我們想考慮一種折衷立場，以便與 Hardin 有關二級社群對

民主產生負面中介效果的說法對話。Hardin 提出互納利益的信任模型，

認為這一理論最足以解釋現代社會的二級∕公民團體中派系林立的現

象。而此一模型乃脫胎自賽局理論中初階的「囚犯困境」模型。（

Hardin, 2006: 22）「囚犯困境」的邏輯是這樣的：「每當集體創造的好

處具有個人未出力卻仍然安享好處（即他可以白吃他人的午餐，或云

「搭便車」）的特點時，每個人總會覺得他何必出力……可是有愈多的

人逃避出力（也就是他們愈不合作），那麼每個人從集體得到的好處也

愈少。」（Mansbridge, 2001: 330）所以「囚犯困境」指出不能對任一

成員排除其使用權的團體共善，會誘使理性的成員享受而不出力，即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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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車。可是搭便車是可以被互信所克服的，也就是透過互動與名譽的機

制，團體成員可找出其他願意互動也自愛名譽的人，在直接互報的規範

下共同合作。問題是願意遵守直接互報規範的人，一定少於他們原先參

加的社團的總人數；相互找出的合作者於是成為原先團體中的小圈圈。

當然如果社團本身具有我們前述「放逐」的機制—譬如團體可以直接懲

罰搭便車者，互信合作也許可以從派系擴展到社團全體。但是除了互

動、名譽與放逐三大機制總動員之外呢？還有無任何辦法可以源源不絕

擴大互信？ 

女政治學者 Mansbridge（2001: 333）提出「道德為主、威壓為輔」

的解決方法，即個人能內化道德價值加上來自社群或國家適度的強制力

量，人就能克服自私而與他人合作。在這裡，前述 Habermas 所云似乎

又從後門被走私進來。Habermas 主張近代西歐的中產階級吸收其職業

圈運用理性的習慣，並轉化其核心家庭的自願、互愛、教養諸美德，成

為公共領域的公德。因為 Mansbridge 在解決互信問題上，是從「囚犯

困境」的分析出發而提到了與 Habermas 說法近似的「個人內化社會道

德」主張，我們可以認為她所提是介於前文正反文獻之間的折衷立場。

問題是在這種立場下麻煩又被丟回社會層面：只要社會能合理教育它的

下一代，把合作美德「社會化」至他們腦中，他們就會擺脫自私，戮力

從公；可是同時我們卻先需要有已經去私為公的社會成員來改造社會，

使之具有合理的教育體制。試問公而忘私的社會成員首先從那裡來？

Mansbridge 的折衷立場，因此恐怕不免成為循環論證，無法指出如何讓

派系林立的公民團體真正實踐民主的明路。 

最後，我們要把上文討論到的「全球公民社會」（即正方意見）與

「初級至三級社群」（反方意見）兩派文獻，進一步放到它們所從出的

「網際網路與民主」，特別是三種民主觀與網路關係的理論中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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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種民主觀，是主流的政治學者認為當今的民主政治實有自由

主義的、社群主義的、及公共領域∕審議的三種哲理的差別。（江宜

樺，1998；Barber, 1999; Dahlberg, 2001; Stanley & Weare, 2004; Walton, 

2007）其中被稱為「強勢民主」--由公民在健全社群中慎思明辨形成政

治判斷的政體（參下一節）—之審議民主（Barber 1984），如後文所

述，在我國還屬於試驗階段，同時國內學者對其到底是源自自由主義（

江宜樺 1998: 123）或社群主義（謝宗學，2003: 95）哲學也還有爭議。

但是我們可以視其為吸收了前兩種主義內容（本）的新生物（末），而

集中討論以下問題：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不同的民主理念下，網際網

路能發揮什麼樣的作用？ 

主張強勢民主的 Barber，在上世紀末已經對這一問題「迂迴的」寫

下具爭議的答案。他認為（Barber, 1999: 586），如果我們接受人民是

在特定的民主理念中使用網路的前提，那麼人民對網路如何促進民主政

治的態度不出三種：在代議政治下，網路與鎮日報導美國國會消息的

C-Span 頻道無異，它只是延續目前政局，而人民對它的態度是自滿而

不以為它會帶來改變的；在多數決政治下，人民則擔心網路被（政府或

市場）壟斷而成為暴政幫凶；只有在審議政治下，網路的正面功能可以

盡情發揮使人民對它生出希望。 

上述答案為什麼說是迂迴的？因為代議制與多數決都是源自自由主

義者倡議的制度設計；在其中 Barber 認為人民對網路的態度不是自滿

就是保守。只有在審議民主中，網路透過提供充分資訊、隨時參預、互

動商議的功能讓公民對政局懷抱希望。Barber 並未論證網路上的虛擬社

群如何架在社群主義的主張上，令網路能夠發揮提升民主的功能，而社

群主義卻是他提倡強勢民主的張本（Norris, 2001: 96；謝宗學，2003: 

95）；他只是攻擊在自由主義下，網路對民主是無能為力甚至會帶來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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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在下節對北投個案的詮釋中，我們會發覺 Barber 判斷自由主義民

主政體中人民對網路的態度傾向保守恐怕接近實情，然而我們卻反對他

對依自由主義形成的社群的不屑。我們在討論二級社群（以利益團體為

代表）時，已經指出從人與人形成互信互動的觀點來看，這種社群由於

工業化與都市化，只能在由互動與名譽所構成的「直接互報」規範上產

生互信；它再也無法返回社群主義者所豔稱的由放逐、互動與名譽所構

成，全面互信的初級社群。工業化與自由主義演變的關係遠超出本文所

能處理，但是我們可以直言，「直接互報」規範上產生的利益團體，符

合自由主義的社群觀。譬如依據江宜樺 （1998: 104-106）的整理，自

由主義的「理念型」含個人權利、多元寛容、立憲政府、國家中立、私

有財產、及市場經濟等要素，其中重視個人權利及多元寛容的心胸正是

個體出入各種二級社群的理由與態度。即便由有這種理念的個體所形成

的團體以保守態度迎接新科技，也並無堅實理由貶抑這種利益團體。 

反觀社群主義者的社群觀（江宜樺，1998: 84-95），他們多少都是

以初級社群為現代團體的模範，強調社群的特殊語言文化構成該社群的

整體性美德，而如此不同的社群在社會層次上構成該社會的多元性（如

台灣社會的四大族群）。但是這種社群觀點，必然因為強調整體美德而

削弱對社群反省批判的能力，也否定個體有選擇其他社群的自由；更甚

者，因為珍惜我群的語言文化就會傾向排斥任何外人的指責，愈發陷入

唯我獨尊的迷思。另外，符合社群主義指標的虛擬社群，根據 Dahlberg

（2001: 618）的調查，也的確展現「排外」的特質。難怪江宜樺（

1998: 97）會把這種以初級社群作為現代國家範本的社群主義稱為「時

空錯置的理論」。 

所以放置在「人民是在特定的民主理念中使用網路」的前提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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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網際網路與民主相關文獻的初步認識，傾向於認定服膺自由主義所

形成的利益團體，他們在接受新傳媒如網際網路時，其態度是保守甚至

是認為對當下政局有害。 

參、個案：北投的公民團體與網路民主 

圖二的主要假設，似乎跟台北市北投區追求地方民主之公民團體的

發展態勢有若干契合的地方。我們長期觀察北投的公民團體，發現最早

出現的是 1995 年成立的八頭里仁協會（有 A、B、X、Y 四個核心幹

部），他們先合力推動當地的溫泉博物館在 1998 年開幕；7 接著就有

X、Y 在 1999 年脫離里仁協會成立文史工作室，並於 2001 年成立向政

府備案的文史協會；而在 2000 年 A 也離開里仁另立文化基金會，並在

2003 年成立北投社區大學。X、Y、及 A 的先後出走並成立自己的社

團，都發生在他們競相使用網路平台（即下文的視訊會議及 PeoPo 公民

新聞）之前，換言之，北投社區的公民團體原來就已經派系化。8 此

後，文史工作室成為北投「議題型」—以社會運動動員區民—公民團體

的代表；基金會則成為以承攬政府社區計畫為業務的「計畫型」團體的

龍頭；而歷經志趣、風格不同成員的脫離之後由 B 主持的里仁協會，則

成為與「計畫型」與「議題型」團體平行往來，專心經營親子教育，以

發揮他們與社區內部溝通之專長的學習型社團。 

在北投公民團體由合而分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他們極力使用網路

平台來推展各自的地方民主化議題。以下先討論網路與「計畫型」（基

金會及北投社大）社團涉及其主要議題—審議民主的關係，再以「反對

設置北投纜車」事件為中心，分析「學習型」（里仁協會）和「議題

型」（文史工作室、文史協會）社團如何透過網路記者進行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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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平台、「計畫型」公民團體與審議民主 

北投文化基金會與北投社大在日常工作之餘，一貫在推展的議題就

是由社區來實踐審議民主。隨著網路及新科技引進台灣社會，基金會也

嘗試以視訊會議與網路平台來補實實體審議式民主的不足。在我們從兩

個具體事件中觀察北投人民如何落實審議民主之前，讓我們先描述當前

台灣社區所理解到的審議民主是怎麼一回事。 

西方學者 Jugern Habermas 對審議民主的理論有最鞭辟入裡的分

析。他主張，這一「民主模式……以論述理論為基礎，認為民主的意見

與意志形構程序和溝通要件，乃是政府和行政部門的決策論述之合理化

的重要渠道。」（引自謝宗學，2003: 97）在這裡，人民之意見與意志

的形成程序和溝通要件是兩大關鍵。就溝通要件而言，Habermas 指出

兩項：公平—「指的是參與者們可資享有從事有意義的行動之機會」與

能力—指的是「參與者根據其所能合理知道的知識與資訊，去建構可能

的瞭解與一致意見」（謝宗學，2003: 99）；這兩大要件所指，其實與

上文提到的「平等近用」（或下文會說到的「可及性」）意義非常相

近。9 至於形成程序，一般都是以公民會議來理解。公民會議的程序，

依照社會學者林國明的說法，包括「議題的挑選、組成執行委員會、挑

選參與者[即組成公民小組]、預備會議、提出問題與挑選專家小組、公

共論壇（即公民小組與專家小組連續 3-4 天的公開對話）」等幾道。 

審議民主在台灣的起步，一般認為是在 2004 年秋天由社會學者陳

東升與林國明透過台灣智庫籌組讀書會，從閱讀理論原典與接受實務訓

練雙管齊下；並在 2005 年由該智庫推動公民參與三大活動來落實（廖

錦桂，2007: 12）。10 其實早在 2004 年 3 月，陳東升就已介入北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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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金會為了台北市政府後續如何經營溫泉博物館的問題，希望以公民

會議的審議民主程序，提出北投居民對經營模式看法的運作中。從 3 月

下旬開始北投社大舉行了 18 週的「公民會議種子營」；5 月與 6 月分

別舉行兩次「溫泉博物館何去何從公民會議預備會議」；最後，在

2004 年 6 至 7 月歷時一個多月，舉行了有 13 名居民全程參加的全台首

次社區公民會議。會議結果顯然非常成功，因為報紙、網路相繼報導會

議對溫博館的定位、經營模式及財源籌措方式的討論，與「北市文化局

即將推行的溫博館委外模式有異曲同工之妙」，亦即兩方面都討論出外

力與社區合作，共組溫博館「義務服務暨經營管理委員會」的現在模式

（林諭林，2004 年 7 月 11 日；東森新聞報，2004 年 7 月 12 日）。就

在這一成功會議的基礎上，北投社大才在同年 10 月擴大辦理實體與視

訊並行「北投老街區的明天」公民會議。 

（一）「北投老街區的明天」 

北投社大最早進行的視訊審議民主，是在 2004 年 10 月舉辦的「北

投老街區的明天」會議（羅慧君，2005 年 5 月 29 日）。此會一方面有

北投居民參加的五天實體會議；另一方面則由報名線上會議的 11 名居

民連續 4 週在週六、週日早上進行視訊，共計 8 個時段。 

北投的老街區指的是捷運淡水線奇岩站與北投站連線的東北方，大

致由光明路、中央南路一段、大興街與公館路所圍成的區域。商家密

集、停車困難，又距離由捷運新北投站帶動的溫泉公園觀光區有一段

路，所以面臨經濟發展的瓶頸。以此為議題要進行線上會議，照審議民

主的通例應該有 12 至 20 人的規模。但是北投此次只有 11 人報名，主

因「民眾對於線上討論其實還有相當的恐懼感」；而在網路技術方面，

11 個參加者的家庭，也都需要與北投社大合作的台灣民主基金會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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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力，「安裝網路攝影機和寛頻網路」並找來試用版的網路會議軟體

Join Net（林子倫，2008: 86），足見參加者「近用」（accessibility，另

譯「可及性」）的門檻相當高。 

擔任這次視訊會議技術指導的林子倫（2008: 89），事後對會議分

實體與線上進行的成效提出評估。他認為兩者相同的地方在於都能提高

對議題的瞭解、改變參加的態度、並對類似的公民會議有正面評價等。

但是兩者不同的地方則表現在線上會議技術困難，尤其是寛頻、軟體的

高價格與在線上討論的恐懼感所合成的「數位落差」更是難以克服；另

一方面線上會議則較有利於平等對話，只不過是網路交談常會失焦（甚

至與談人的畫面會忽然消失）。11 

林子倫所提數位落差與平等但會失焦的對話兩點，毋寧直指網路審

議民主的重要優缺點，而且具有跨地域比較的價值。12 Howley（2005: 

241-245）在評估澳洲維多利亞省自 1990 年代創設的社區網站—維網—

對民主的影響時，也指出它的負面的影響有：網站上的公共論壇少人問

津；而問津的少數人卻多反映傳統或官方的意見（台灣盛稱的「叩應部

隊」變形？）；意見表達可能惡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失衡並解消社區團

結。另一方面，維網的正面影響則包括：呈現不同觀點；網民可和從社

區到外國的各色人等互動；而事實上這一網站已增強了維多利亞省民的

社會互動。讓我們把二位學者的評估表列如下： 

表一：北投與澳洲維省的網路民主評估之比較 

 北投 維省 

缺點 數位落差 

網站上的公共論壇少人問津 

問津的少數人多反映傳統或官方的意見 

意見表達惡化失衡現狀並解消社區團結 

優點 平等但會失焦的對話 
呈現不同觀點 

網民可和從社區到外國的各色人等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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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一與圖二上半層的正面假設，可以馬上察覺文獻上在討論資

訊科技如何透過短期及長期對公民團體的衝擊而影響民主時，相關學者

其實忽略了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網路民主為使公民能有公平參與決策的機會，其首要條件

乃在於「可及性」，其應包括對資訊科技、資訊、虛擬社區網

絡，以及基本的經濟資源等等要素的可及性。（謝宗學，2003: 

114） 

可及性，或者說是近用性，不是如相關學者所言，乃資訊科技長期普及

之後自然帶給一般公民的效果，反而是要先透過現代政府及資訊科技生

產廠商的努力，才能避免數位落差擴大。進而只有在數位平等或落差不

大的基礎上，文獻所言的網路民主才有出現的可能。換言之，北投與維

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獻所指平等近用帶來民主固然沒錯，它卻錯在把

平等近用視為資訊科技水到渠成的長期效果，而忽略平等近用本應是科

技在研究發展（R&D）階段的設定目標，並且政府必須擔當新資訊科技

的普及工作才可能實現。至於，數位落差的本質會不會跟貧富差距一

樣，愈透過政府縮小差距的努力卻愈趨向 M 型化（想想現代政府的減

稅政策），則不是我們所能預睹。 

（二）PeoPo 公民新聞網站與 2007 年淹水事件 

第二件足以具體觀察北投人民如何落實審議民主的事件，是由網路

平台—PeoPo 公民新聞所完整披露北投區在 2007 年 8、9 月間所發生的

三次颱風淹水災害及居民反應。不同於「北投老街區的明天」之運作方

式，該區居民審議淹水事件的原因與對策（並邀請台北市政府回應），

全程是透過實體（線下）的討論而進行；會議過程每告一段落，就由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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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社大以新聞稿方式發布於隸屬台灣公共電視系統的 PeoPo 公民新聞網

站，似有以整個討論作為審議民主活教材的意味。PeoPo 公民新聞是本

事件及後文討論的取材來源，讓我們先了解它自 2007 年 4 月初成立以

來的現況。13 

2006 年台灣的公共電視決定發起一個以影音公民新聞為主的網路

平台，並且藉此來連結社會運動。這一平台利用部落格技術，提供觀眾

互動的機制並讓公民發聲。它的理念認為當所有公民的聲音能透過網路

集結，再整合傳統電視媒體的資源，即可展現媒體無限的影響力。這一

平台後來定名為 PeoPo 公民新聞網。 

PeoPo（People Post 的縮寫）在 2007 年 4 月 1 日正式上線，它主張

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權力。在簡介中 PeoPo 強調自己是一個跨越網路與電

視的平台，希望將一種感動、一個故事、一段紀錄傳送到每個人心裡。

而過去新聞掌控在少數人手裡，公民只能作為被動的觀眾，現在透過

PeoPo 為公民賦權，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地說出自己想要傳達的新聞。14 

PeoPo 對它的新聞來源有兩種做法。首先是對新聞的分類。在請教

過數位傳播學者與資深媒體從業人員後，將新聞類型分為以下六大類：

（1）生命紀錄（2）社群故事（3）專業分享（4）公共參與（5）大事

目擊（6）深度報導。分類則涉及新聞版面的呈現，PeoPo 把版面分為

四大塊，最大塊部分是精選影音新聞，第二塊區域是最新新聞、第三塊

是推薦新聞、第四塊是最多瀏覽新聞。至於每則新聞本身都附有「瀏

覽、回應、推薦」三種互動功能，即統計瀏覽人數；提供瀏覽者書寫感

想的空間；以及推薦本新聞給親朋好友。另外 PeoPo 也提供了許多關於

如何製作影音新聞的教學影片及按照地圖檢索新聞的 PeoPo On Map 功

能。 

其次是廣收台灣各地的公民記者。想要加入 PeoPo 成為公民記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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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熟悉影音新聞的製作程序並經過身分認證。一旦成為記者他上傳的報

導內容 PeoPo 不會進行審核，除非有明顯的色情或是違法內容。但是另

設有檢舉機制，一則公民新聞報導若經過三次檢舉，就會先主動下線。

而當某則報導愈多人推薦的時候，它也會被排列在首頁明顯的地方。經

過一年的經營，至 2008 年 4 月為止，PeoPo 註冊的公民記者人數是

1,415 人，其中男性 666 人，女性 749 人。男女比例差異不大（王晴

玲，2008: 82）。15 

在 PeoPo 網站上揭露的淹水事件，源自 2007 年 8 月間帕布與聖帕

颱風登台及 9 月中韋帕颱風掠過北台而都造成北投八仙里的水災。16 事

後經過二天半的課程學習、實地勘察、工作坊討論，17 北投社大與基金

會等就在當年 10 月 13 日舉行「全民參與防災防弊公民論壇」，邀請社

區民眾及學者專家分別從在地、都市規劃、 資訊透明、及公民社會等

幾個觀點參加討論，並開放現場討論四大議題：綠色環保工程的實踐、

社區如何參與公共工程與公共事務、全民如何參與公共工程品質的監督

與防治偷工減料的問題、如何建構以社區居民為核心的參與式公共工程

決策及監督機制。（北投社大，2007 年 10 月 18 日 a，至 2008 年 7 月

18 日筆者登上 PeoPo 採納這則新聞時，共有 316 人瀏覽過此則新聞，

但是沒有人回應也沒有人推薦。） 

北投社大同時（2007 年 10 月 18 日 b）也發布了彙整上述公民論壇

意見所形成的「診斷白皮書」。書中一方面具體針對淹水提出了八大原

因並對每一原因都提出因應對策；另一方面也宏觀地表達了北投「計畫

型」公民團體對「社區參與公共工程機制」的看法。 

書中首先援引民主理論家 Robert A. Dahl 與 Habermas 的說法，認為

唯有透過充分的公共討論，公民才可能主導公共政策—選擇其議題並控

制其議程。但是「現行公共工程程序，包含：需求分析、設計規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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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招商招標、執行施工、完工勘驗等，以學者專家、官方為主，很少有

公民參與之機制。」而社大等公民團體所以要舉辦諸如「全民參與防災

防弊公民論壇」的活動，就是要「建構以社區居民為核心的參與式公共

工程決策及監督機制」，意即在公共工程需求調查、規劃、決策以及施

工的過程，都能有社區參與監督，透過社區全民督工工作坊、督工工作

隊、社區緊急通報系統及平時演練等手段，結合專家學者、傳媒通訊，

以民間力量監督政府施政，共創優質公共建設。（此則新聞至 2008 年

7 月 18 日止共有 549 人瀏覽，沒有回應者，但有一個網民推薦。） 

發布「診斷白皮書」之後，一方面台北市長郝龍斌公開保證 2008

年北投絕對不再淹水，各項因應措施和工程，也要積極展開；另一方面

北投社大與基金會還是在 2008 年 1 月 19 日舉辦「市政府回應白皮書說

明會」，邀請到台北市政府水利工程處劉姓官員參加（北投社大，2008

年 1 月 17 日）。不過劉姓官員只是無關痛癢的提到，「每次只要有颱

風有大雨，大家就不能休假，只有淹水的問題解決，大家的壓力才能解

除。」說明會中其他參加的人有人表示「政府各部門缺乏彙整的管道，

以及工程進行前、中、後，缺乏完整的調查，導致居民產生必須接受天

上掉下來的禮物之感。」也有人打圓場似的說：「經由本次說明會的溝

通平臺，讓施工單位對在地居民的處境有所體認，也讓居民能夠理解及

表達對工程的想法，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結果，但什麼是真正好的結

果，卻是有待大家持續共同的努力。」（北投社大，2008 年 1 月 22

日，此則新聞至 2008 年 7 月 18 日止共有 397 人瀏覽，沒有回應者，但

有一個網民推薦。） 

這一淹水事件始末可以作為審議民主的典型教材，主要因為它具有

令審議民主能夠具體運作的所有元素：①颱風淹水關係到居民的切身利

益；②公民團體引導居民把自身利益關連到防洪的公共工程—經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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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實地勘察、工作坊討論的手段形成居民對利益與工程的自覺；③

公民團體再創設公民論壇以集結相關各造的意見成為診斷白皮書；④最

後以說明會施壓公共部門表明立場。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樣的一次民主

發聲，最多只是得到市府 2008 年保證不淹的承諾，距離北投公民團體

提出「建構社區參與公共工程機制」的訴求還相差甚遠。要完成訴求，

恐怕沒有眾聲喧嘩、隨時隨地密集的審議活動就不會成功。 

其次，北投社大把審議淹水事件過程傳上 PeoPo 的新聞中，我們發

現分別有 316、397、549 的人次上網瀏覽，有兩人次推薦新聞，卻沒有

人提筆回應。這似乎印證了前述 Howley 在評估維網時所提出的現象—

網站上的公共論壇少人問津。相對的，台灣的其他網站論壇（如台大的

BBS 或「與媒體對抗」的網站）則一直有對公共議題的熱烈討論。然

則，我們如何理解 PeoPo 報導淹水事件有幾百個人瀏覽卻沒有人回應的

事實？在無法進一步分析瀏覽者由誰組成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做合理的

推測。首先，關渡平原上的八仙里因颱風而淹水這樣的網路報導，實有

其地域上的褊狹性及議題的平凡性，換句話說，瀏覽者僅是瀏覽，不會

多加注意，甚至進一步的評論。再則，PeoPo 成立至今不滿兩年，在北

投乃至在八仙里是否盡人皆知，不無疑義。事實上，北投文化基金會才

在 2008 年 8 月 25 日舉辦了一次「PeoPo 學習營」，訓練 30 多位的居

民利用這一網路平台。最後，如果說受害的八仙里民有最強的動機做回

應，她或他也很可能在不知道 PeoPo 存在的情況下選擇做「線下」（即

實體）的回應。我們甚至可以推論，即便她知道有線上及線下回應的兩

種選擇，她也極有可能因為現狀下 PeoPo 網站缺乏唇槍舌劍的參與感以

致於不願回應。18 反之，當她選擇出席實體的公民論壇或說明會，她卻

更可能起身侃侃而談，因為在現場中有主席的指名、朋儕的慫恿、氣氛

的導引等等提高參與感的實體互動，而這些卻都是線上環境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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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實體與線上互動的差別，使我們必須正視圖二下半層的負面假

設：資訊科技只能使公民團體中原已互信—意含有良好的實體互動—的

派系成員更加親密，但對他們所追求的民主目標沒有，甚至有負面的影

響。 

二、北投纜車與 PeoPo 公民新聞 

1999 年也就是八頭里仁協會推動北投溫泉博物館開幕的次年，文

史工作室成員、一些當年新任的北投里長、及里仁協會的核心幹部 B 就

成立了「反對北投纜車聯盟」（見表二）。他們從 2000 年 7 月至 2005

年 5 月先後到台北市議會開記者會陳情三次，並提案給監察院，促成該

院向市府提出糾正。但是到 2005 年年底台北市政府終於跟民間建設公

司簽約，開始興建纜車系統。後因 2006 年 7 月爆發官商勾結案使得興

建工程嘎然而止，直至 2008 年才又復工。就在聯盟積極反對纜車興建

的 2000 年，B 被選為里仁協會理事長，他很快便帶領協會加入了「反

對纜車聯盟」。所以在反對設置北投纜車這一件事情上面，「學習型」

的里仁協會自始就是與「議題型」的文史工作室站在同一陣線，他們透

過「反纜聯盟」來協調他們反對市府施政的社會運動，也透過出身里仁

協會、並經 PeoPo 訓練過的謝姓公民記者在網上抒發個人及他的夥伴反

對設置纜車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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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增補北投纜車 BOT 案大事記 

北投纜車 BOT 案大事記 

1996 年 2 月，市長陳水扁主持北投纜車規劃報告會，裁示應與居民充分溝

通再做評估考量。 

1997 年 12 月，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完成「北投線空中纜車規劃及初

步設計」規劃作業。 

2000 年 3 月，工務局新工處向市長馬英九簡報，馬英九裁示一定要興建。 

2000 年 7 月，北投社區團體代表前往市議會表達抗議纜車。 

2000 年 7 月，工務局再度向馬英九簡報，馬英九裁示爭取以 BOT 方式興

建。 

2000 年 7 月，馬英九與北投林泉里座談，表示「今天才知道有人反對纜

車」。 

2000 年 9 月，北投反對纜車聯盟於北市議會召開記者會，公佈「反對北投

纜車行動網」。 

2002 年，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同意纜車興建計畫。 

2004 年 6 月，內政部將興建案報請行政院核定。 

2005 年 5 月，北投社區的居民到市議會陳情反纜車興建。 

2005 年 6 月，力麒建設接獲「北投線空中纜車案」甄選委員會通知，為最

優先申請人。 

2005 年 12 月，力麒與台北市政府完成「民間機構參與興建暨營運北投空

中纜車投資契約」。 

2006 年 4 月至 6 月，力麒舉辦三次施工前說明會 

2006 年 5 月，北投纜車正式動工，預計 2007 年 6 月完工營運。 

2006 年 7 月 19 日，爆發內政部次長賴萬進、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處

長蔡佰祿官商勾結。北投纜車停工。 

2007 年 11 月 5 日，市長郝龍斌向議會報告，北投纜車復工案尚待陽明山

國家公園審核。 

註：2008 年 8 月 8 日取自《苦勞網》網站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 
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17091，並做最後二欄的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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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謝氏在 PeoPo 平台上發布新聞內容所涉及的時間先後來看，他

最早與北纜的接觸應該是在 2004 年 10 月下旬寫給當時市長馬英九的電

子郵件（謝明海，2007 年 7 月 24 日）。郵件中提到他寫信當晚才參加

過市政府新工處在北投舉行的第 30 次纜車說明會，新工處派來的主席

居然在說明會結束前 10 秒鐘「面對眾多居民拍桌怒罵」，他現在把這

10 秒鐘的錄影傳給市長。謝氏引自己的電子郵件做為 PeoPo 新聞的

「文中之文」，目的在提醒至 2007 年已任滿在野的馬英九，他的政策

再正確如果所用非人，就會造成像纜車說明會的結果（至 2008 年 7 月

17 日筆者登上 PeoPo 採納這則新聞時，共有 2,505 人瀏覽過此則新聞，

沒有人回應但是有 3 人推薦。）。 

其後謝氏在 PeoPo 發布有關北纜的新聞，大抵都是根據 2007 年 7

月以降，北市動物園旁的貓空纜車開始營運所產生的許多新聞事件比附

而來。比如貓纜開始營運的頭一個月，屢屢發生在空中停擺的事故，謝

氏（2007 年 7 月 17 日，1,689 人瀏覽、2 人回應、1 人推薦）就據以提

醒讀者北投纜車的評估過程，如何鑽法律漏洞而免於環境評估這一環。

再如謝氏參加了一個「環境新聞編採實戰營」，營隊中一位鄭老師在布

落格上寫了「貓空纜車的省思」的文章。謝氏就剪貼此文成為七個要

點，再以「補充說明」方式夾議夾敘的點評這些要點，並強調北纜未通

過環評以及官方所謂以「纜車交換公路車流」的迷思（謝明海，2007

年 8 月 12 日，601 人瀏覽、0 人回應、0 人推薦）。最後，由郝龍斌市

長自言「貓纜的遊客人數遠遠超過市府估計，現有汙水系統確實

難以負荷」一句話，謝氏寫成「北投纜車的『尿戒』」之 PeoPo 新

聞，意在說明於大談北纜復工之前是否應該把將來遊客排泄物的流向先

想清楚（謝明海，2007 年 9 月 30 日，511 人瀏覽、0 人回應、1 人推

薦）。 



網路平台對北投社區之可能影響研究：資訊科技、公民團體與民主關係的初步分析 

‧87‧ 

謝氏最後的兩則新聞則跳脫了比附貓纜的模式，而回到他所從出的

里仁協會與反纜聯盟的立場。在第一則新聞中（謝明海，2008 年 4 月

11 日，529 人瀏覽、5 人回應、3 人推薦），他強烈抨擊政府轉移公共

工程由民間斥資興建並取得一定年限經營權的 BOT 模式，語帶諷刺的

認為「BOT 是否有勾結這是司法的事，圖利也沒有什麼不可，政府不

與民爭利而借重民間資金和管理來補足『政府無能』的那個區塊，本來

就是好事一樁。」但是，一旦因為虧損而停止營運，「巨大的柱子和纜

線就杵在半空中……鏽蝕在哪裡，他[疑為「它們」]也不會迷失，迷失

的是人們的邏輯以及窮則變的思維。」而第二則新聞（謝明海，2008

年 4 月 29 日，371 人瀏覽、0 人回應、1 人推薦），則是作者參加了台

北市政府委託民間規劃顧問公司所做的「北投開發案說明會」後第二天

所發。文中對北纜提出了最根本的質疑：「每天 24,000 纜車遊客湧進

北投，到底是發展的契機？還是災難？」文中並提到三個觀察：首先，

是連北投旅館業者都已看到，所謂「國際化不是將北投改造成奧之細道

的『仿冒品』，不是將國外的溫泉事業『移植』到北投。『讓地方文化

特色受到國際重視』才是最好、最省錢、最有意義的國際化。」其次，

作者懷疑「所有的規劃案都只是迎合主事主管的各[應為「個」]人喜

好……說明會、聽民意、都是騙人的行政伎倆。」最後，他認為這一顧

問公司一定已經見識到「北投地方和其他社區有極大差異，北投人不像

貓空居民（貓空商圈也是他們規劃的），北投人對北投的關心以及社區

自主意識[非常]強烈」。諸如強調社區自主、主張地方特色國際化、反

對摸頭的說明會、反對 BOT 等等，都是里仁協會、反纜聯盟以及文史

工作室的社會運動立場，也都可以在這兩則新聞中一覽無遺。 

謝氏在 PeoPo 總共發布了 6 則有關北纜的新聞，上網瀏覽的人數從

371 人到 2,505 人不等。尤其是 2007 年 7 月初登的兩則新聞瀏覽人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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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500 人，顯示曾經擔任《北投社》—里仁協會的機關雜誌—總編

輯的謝氏，於今轉戰網路還是引人側目。但是與我們前文討論北投社大

在 PeoPo 上報導的淹水事件始終無人提筆回應類似，謝氏的報導得到過

5 人次及 2 人次的回應，其他新聞依然掛零；Howley 所提「網站上的公

共論壇少人問津」的現象依然持續。而就以回應人數最多、旨在抨擊市

政府 BOT 作法的新聞（謝明海，2008 年 4 月 11 日）來說，5 人次的回

應集中在新聞發布的 3 天內（4 月 11 至 13 日），其中一則為廣告，另

一則是要求新聞應附上地圖，其他 3 則才與北纜有關：最長一則超過

400 字，極力批評北纜開發證實「『中國』國民黨是極右派思想」；次

長一則則抨擊北纜有關官員都「患有權位傲慢、知識傲慢的病症」；最

短一則應該是北投居民所寫，抱怨北纜停車塔已擋在眼前而完工後通勤

時間會多增加一小時。也就是說，在難得的回應文章中針對新聞內容就

事評論者絕無僅有，抱怨、指責者充斥；回應的品質令人搖頭。最後，

綜合 PeoPo 上發布的淹水與北纜兩事件的報導來看，前者無人回應，其

原因可能出在缺乏參與感；後者有回應但質量俱缺。有無回應之間，一

方面涉及網民的素質，另一方面卻也令人想到 PeoPo 矢志做為公民新聞

平台的角色是否有欠缺。 

總之，透過視訊會議與 PeoPo 公民新聞網站的利用，北投原已涇渭

分明的公民團體都掌握了資訊科技的利器以推動各自擁抱的公民目標：

「計畫型」公民團體—北投文化基金會及社區大學—實踐審議民主；

「學習型」（里仁協會）和「議題型」（文史工作室、文史協會）公民

團體則聯手反對北投纜車的設置。這樣的結論如果無誤，那麼北投公民

團體的作為對於我們圖二的正反假設甚具釐清的作用。就圖二下半層的

負面假設來說，既然北投的公民團體都透過資訊科技來推動一己的公民

目標，也就是主要透過 PeoPo 來宣揚審議民主或是社會運動，可以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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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使得公民團體成員一再「複習」內部的公民目標，卻無助於與其

他互競的公民團體的整合，這正符合圖二「科技乃增進派系互信的充分

條件卻疏離派系之外成員」的部分假設。至於科技無關民主甚至有害民

主這部分的假設，北投事例恰巧是支持「無關」的假設。此處我們必須

理解，我們的事例以公民團體為主體，不管他們是追求審議民主或是社

會運動，這二者都屬於廣義的民主範疇之內。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增加了

PeoPo 這樣的資訊科技，他們追求民主的行動是否得到助力？我們誠實

的答案是「不知道」，主因是 PeoPo 新聞的回應不但量少而且品質不

佳。我們的公民團體原本就在追求民主，新科技的加入無法看出它對民

主目標的貢獻（例外則是視訊會議可以帶來「平等但會失焦的對話」，

詳下），我們整體上只能判定新科技與民主無關。總括來說，北投事例

傾向於全面支持圖二的負面假設。 

再就圖二上半層的正面假設來說，北投與澳洲維網的經驗告訴我

們，透過視訊會議的新科技的確可以帶來平等對話、不同觀點、及跨領

域互動等效果，那麼正面假設所指「平等近用以及擴大來源會帶來民主

（態度）」的說法我們應當接受。但是，對照我們對「北投老街區的明

天」視訊會議之分析，我們也發現正面假設把平等近用視為資訊科技水

到渠成的長期效果欠缺說服力，因為平等近用應該是科技業者在研究發

展階段就設定的目標，且政府也必須在新資訊科技一上市就介入做普及

的工作。沒有科技業者與政府領頭，光靠公民團體本身是無法跨越平等

近用的門檻。最後，我們的北投事例無法置喙資訊科技短期內會因為帶

來政治醜聞而傷害民主發展的說法，因為沒有類似的事件可供比較。所

以，我們有信心資訊科技經業者及政府的努力可發揮平等近用、擴大來

源的效果而裨益民主；但是我們這裡的信心，遠不如我們對公民團體即

便沒有新科技還是能有效追求民主的信心來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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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與討論 

以北投追求民主的數位經驗對照圖二資訊科技如何影響民主的正反

假設，我們可以總結來說，數位普及，或者說一地公民普遍具有電腦輔

助的溝通素養（CMC literacy），是資訊科技能透過平等對話、不同觀

點、及擴大互動的功能而增進民主的先決條件；但是在數位落差真實存

在的北投，19 不管是視訊會議或是 PeoPo 新聞平台的資訊科技，都只能

強化北投社大或里仁協會堅持自己的民主議題—審議民主或是社會運

動—之立場，至目前為止，看不到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交相作用，以提

升北投全體居民的民主動能之效果。 

從方法論上來看，我們傾向於拒斥圖二的「全球公民社會」假設而

接受「初級至三級社群」說法的主因，在於比較北投公民團體使用新媒

體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有無出現正面假設提到的「政治醜聞」、「擴大

消息來源」、「平等近用」，或負面假設的「互信」及「排外」等機

制。在實例與機制的比較中，我們判斷新資訊科技，都只能強化（

reinforce）不同公民團體堅持一己民主議題的立場（參 Stanley & Weare, 

2004）；換句話說，團體對內互信對外排拒的機制最為明顯，所以我們

必須接受負面假設的說法。當然我們的判斷可能錯誤；錯誤的原因有兩

大端：蒐集的資料不完備，漏掉與正面假設的機制有關的重要訊息；或

者我們假設所從出的理論文獻太狹隘，漏掉其他重要機制。這就是我們

為什麼需要學術社群的把關—以減少我們的錯誤判斷。但是在質化研究

中堅守實例與機制的比較是一個值得擁護的原則，在社會學者中甚至已

有「分析社會學」派推廣這一方法論原則。（Hedstrom, 2005） 

以上的結論如果具有說服力，那麼在論文的結尾處為了啟發未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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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方向，也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思索二事：Barber（1999）略而不談之

遵守社群主義的團體如何看待網際網路；數位落差存在情況下的線上互

動與線下互動。 

談到社群主義社群與網路的關係，我們不可不先釐清一個矛盾。在

文獻探討一節中我們說社群主義者的社群，因為珍惜我群的語言文化有

「排外」的特質，而在北投個案中我們又視基金會、里仁協會、文史協

會等為利益團體（即其成員重視個人權利卻具多元寛容胸襟），可是我

們檢證的結果卻是說：北投利益團體的表現符合對內互信對外排拒的機

制。所以似乎出現了二級社群擁有初級排外特質的矛盾。 

但是，固然基金會、里仁協會、文史協會是民眾秉持自身利益自由

結社的結果，這些民眾歸根究底卻大部分是北投地區的在地人；地緣因

此構成了這些利益團體的社群主義基礎。這是我們解消矛盾的第一種方

法。再則，把社群主義／初級社群放在一邊，自由主義／二級社群放在

另一邊，使得兩者河漢不交集的情形，畢竟只是理論者的分法，衡諸實

情大概都可看到初級、二級特質混雜的團體—如立法院應是立委捍衛選

區利益的二級組織，但是看看檯面下有多少各種立委組合的所謂（初級

的）「問政團體」。所以儘管現階段北投的利益團體因為表現對內互信

對外排拒的初級特質，反而符合 Barber 所稱對新媒體的態度乃自滿與

保守，我們卻不能封閉在未來，同樣團體在追求審議民主的過程中，一

樣會以渴望的態度來迎接新資訊科技的可能。 

最後，談到線上與線下互動的差別。在假定數位普及的情況下，謝

宗學（2003: 105-6）曾經整理既有文獻，指出網際網路具有 5 項鞏固民

主的特性：「1. 互動性：網際網路上可以進行立即回饋、回應、公平

參與的對話……2. 時空壓縮性：使用者的空間不再受限於鄰近的地

區，而可以和在任何地方連結上網際網路的使用者進行資訊交換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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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3. 分散性：……在網際網路上，任何一個位置上皆有自由發

言的機會，並且無庸透過傳統媒介的『把關人』集中處理，即可將資訊

傳送到任何地方給任何人。……4. 多元性：在網際網路上，每一個人

將自己的觀念與觀點形諸文字、圖像或聲音，加以散佈……5. 化名：

此即藉由電腦網際網路做為媒介的人際關係，類似戴著面具進行互

動。」5 種特性中的時空壓縮性、分散性及多元性，大抵與本文提到資

訊科技具有平等對話、不同觀點、及擴大互動的功能重疊。20 所以，讓

我們集中討論這裡的互動性與化名特性。用謝氏的話說，就是真實的人

「戴著面具進行立即回饋、回應、公平參與的對話」，而這樣的網上互

動有助於鞏固民主。但是，這種說法完全和前引 Hardin 的看法對立。 

Hardin 認為放逐、（實體）互動與名譽三種形成互信的機制當中，

只有名譽最可能形成「間接關係」中的互信，即我們所稱的「表面信

任」。網路互動是經過電腦聯線的制度做為媒介的人際關係，正是

Hardin 所稱的「間接關係」，而當實體的使用者是「戴著面具」進行對

話，名譽所可能產生的一點表面信任完全是附著在這張面具，而不是實

體的使用者身上，那麼因為面具不是真臉，網上的對話已經帶有根深柢

固的欺瞞性，那它怎麼可能是「公平」的？即便在數位普及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想見的是無數面具在進行爾虞我詐的對話，因為彼此欺瞞的程

度相當，也許可反諷的稱之為公平的對話；但是這種對話與我們認知的

任何的民主理念，尤其是 Habermas 所說的公共領域或審議民主，相差

不可以道里計。 

數位普及極有可能增進民主，即民主沿著謝文所示網際網路的特性

而發揚光大。但是要實現這一可能性，現有網路互動產生的表面信任不

但必須被深化為由網民透過互納彼此利益而串聯成的「片面信任」，更

必須被深化為網民具有放逐欺瞞成員的能力所形成的「全面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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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Mumford 最享盛譽的著作是 The City in History（1961）。該書有大陸以《城市

發展史》（2004，北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為名的中譯本存世。 
2  在 Habermas（1989: 30）書中，他用「公民社會」指稱前文由中產階級從事商

品勞務交換的生計所構成的職業圈（這是承繼 Hegel 以來的用法），而與該階

級組成的核心家庭共同構成十八世紀西歐的「私領域」。職是之故，他必須用

「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另指我們現在習稱的公民社會。學術史上屢有使

用同一「公民社會」名詞去指涉不同的人群關係的現象，參見 Hamilton（

2003）有用的澄清。 
3   Jeffery Alexander 的 Civil Sphere（2006）則是最近從結構-功能觀點要運作化

Habermas「公共領域」概念的另一雄偉努力（書厚近 800 頁）。但筆者不認為

他的努力成功，主因在他對「自利」於形成「公民社會」或「全球公民社會」

的重要性認識不足。我有另文評介本書。 
4  「以社群為準的電子網路」大多屬於「網內網路」（intranet），也是一種電腦

輔助的溝通技術（CMC）。但是社群網路也可能開放寓住社區以外的人士上網

瀏覽留言，如荷蘭阿姆斯特丹有名的「數位城」（Castells, 2001: 146-153）或

澳洲維多利亞省（首都墨爾本）的維網（「維網」，Howley, 2005: 226-257）

即是。 
5   所以舉例而言，資訊時期擅場的—意謂在社會生活中居最顯著地位—乃間接社

群（又稱三級社群），但這並不排斥其他兩種社群的存在。 
6   Howley 在對澳洲「維網」的個案研究中，也發現足以支持 Calhoun 說法的現

象。他發覺利用「維網」的是一群相當同質的使用者，亦即「維網」遭到「具

有相當經濟資本、象徵資本及文化資本的個人或團體所壟斷」（2005: 246）。 
7 1994 年北投國小學童因為「北投溯源」課程要求，探勘了戰後作為台北縣中山

堂地下室的舊公共浴場遺址，並知道中山堂將拆除改為活動中心，他們向市府

與議會請願保留而不果，寫陳情書的 J 老師最後向身為教授、醫生、或政治人

物的家長求援，才促使這些家長成立「八頭里仁協會」，向當時的陳水扁市長

爭取改日據公共浴場為溫泉博物館。里仁協會一方面成功的使中山堂在 1996 年

4 月被內政部指定為三級古蹟，另一方面並向市府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申

提含溫泉博物館整建在內的「北投溫泉親水公園」計畫，獲「優良都市設計

獎」，並由市府列溫博館為大型公共建設案，至 1998 年 11 月博物館落成。 
8   X、Y 在 1999 年脫離八頭里仁協會的經過如下：里仁協會的領導層中 A 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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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社區內部的溝通，但是處理溫博館時他們的市府對口單位為民政局（那時

尚未有文化局），這裡面牽涉到的行政、工程程序問題則主要由 X 君以及他的

重要助手、建築系畢業的 Y 君來處理。分工如此無妨，但是對於北投整體的文

化資產，X 與 Y 傾向全面的調查與保存；A 及 B 則採取個案處理的態度，這是

做事風格的差異。最後，還有認識領導層雙方的民政局人員居中嚼舌，才使得

雙方意見鬧僵。在協會人員要進駐溫博館營運之前，他們（含 Y）居然被 A 及

B 當面訊問選擇「站哪一邊」。於是在開館前，X 與 Y 選擇離開里仁協會。 
 至於 A 也在 2000 年離開里仁的經過，則歷經調查仍未獲得當事人的確認，但

是整個輪廓是這樣的：在 1999 年 B 個人、一些新任的北投里長、及 A、B 的

文史工作室共組了「反對北投纜車聯盟」（詳下文）。次年，B 被選為八頭里

仁協會理事長，決定帶領協會加入「反對纜車聯盟」。對此舉 A 並不表示贊

同，同時，傳聞指出，A 在自組文化基金會之後，因為與里仁協會同址，發生

過錯拆信件以及帳目不清的事，A 即脫離里仁協會。 
 如北投所示，社區裡的團體因為理念不合而派系化，可以說是社區工作的常

態，也出現在我們社區營造研究的其他北部案例之中。反而如楊弘任（2007）

所云，屏東的林邊自 1989 年來陸續成立的公民團體—林邊民主促進會、藍色東

港溪保育協會、及林邊文史工作室，最後整合在曹啟鴻（自 2005 年後擔任屏東

縣長）的領導下，這才是社區工作的特例。林邊與北投的最大差別，就在曹啟

鴻先身兼民主促進會與保育協會幹部，繼而成為縣長，有行政資源及地方人脈

來整合他出身地的各個派系。在北投的個案中，社區的公民團體已經派系化是

一個時間上的既定事實，我們下文要報告的，是不同派系在後來競相使用網路

平台的過程裡，如何以新媒體加強原來的的主張（即強調審議民主或強調社會

運動的不同）。從這些媒體的內容來判斷，北投派系化的傾向並不會因為「全

球公民社會」文獻所提出的正面機制（圖二的上半層）而停止，派系仍是各行

其是因而互相抵銷各自帶動北投民主化的力量。當然，我在這裡的判斷是預設

了能夠團結的公民團體，比分散的派系對社區民主的提升更有助益，而這也是

楊弘任書中未言明的預設。請注意，這一預設是與文中圖二下半層的反方命題

相輔相成的；即社區民主的改善有賴社區內公民團體之間的團結；但是資訊科

技的使用卻可能只增進公民團體內部的團結而犧牲團體之間的團結。 
9 可以說，Habermas 後來的「審議民主」概念乃脫胎於前文所述他的「公共領

域」三條件。 
10 分別是 2005 年 6 月的「審議民主實務工作坊」，8 月底的「審議民主國際研討

會」及 11 月中旬的「2005 年縣市長選舉審議式辯論會」。 
11 北投社區大學（2006）則對整個會議有如下的評估：「此次的公民會議……的

各個衝突點都是社區居民生活周遭最尖銳的問題，會議之中的針鋒相對情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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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出現，光要建立與會成員之間的互信就是一大挑戰。幸好整體會議到了最

後，成員們都能秉持著理性的態度來相互對談並且討論出彼此共善的結論來，

這是值得欣慰的結果。什麼是『現代公民』？現代公民應該是能夠關懷環境、

關懷社會，時時檢視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並且懂得思考、明辨

是非、能夠接納、容忍異己的現代人，在這些公民小組成員的身上我們看到了

『現代公民』的典範。」 
12  本文在投稿期間，意外承黃東益教授提示他的「電子審議式民主」研究團隊，

去年年底才針對「北投老街區的明天」的線上與實體會議完成資料分析，並在

期刊發表。這篇期刊論文的要點是：線上相對於實體會議，「更能夠提升政策

知識的傳遞效果，……可以更理性的進行討論，共識聚合的可能性相對[提]
高……而在參與效果上，線上開會模式，更能驅動過去不善於發言民眾的講話

機會或動機。」（陳敦源、黃東益、李仲彬、蕭乃沂、林子倫，2008: 95）以

上三個結論是針對北投 11 位參加線上會議及 18 位參加實體會議人士，以面訪

（質化）與問卷（量化）方式收集資料，再分析而成。對於這三個有趣的結

論，我們留待在本文「結語與討論」一節與謝宗學（2003）的重要文章一併討

論（參見註 20）。 
13 筆者必須特別感謝王晴玲（2008）在 2008 年 5 月 8 日接受我的訪問。她幫助我

迅速了解 PeoPo 的來龍去脈；下文中並引用了許多她的論文提供的寶貴數據。 
14 「雖然在網路與部落格發達的台灣，已經有許多人透過自己的部落格發表對特

定事件的關注，也有 Youtube 等平台可以輕鬆上傳影音，但是 PeoPo 強調自己

具有其他平台缺乏的優勢與特色： 
（1） 同類議題集體呈現：善用網路標籤，讓各種議題更易聚焦呈現。 
（2） 每則新聞都可以上首頁：在 PeoPo 每人的新聞都會出現在首頁，大大增

加讓每人的新聞都有被瀏覽的機會。 
（3） 電視報導，擴大影響力：PeoPo 結合網路與電視媒體，不僅整合 TBS 電

視頻道媒體力量，並建立網路公民新聞延伸至電視新聞報導的機制，讓

個人關注之新聞更具影響力。」（王晴玲，2008: 38-39） 
15 至於公民記者的學歷則是：博士 16 人、碩士 158 人、大學大專 958 人、高中職

92 人、國中 6 人、國小 9 人。PeoPo 公民記者集中在大學學歷以上。 
 公民記者的區域分布：台北市 463 人、台北縣 192 人、桃園縣 73 人、台南縣

70 人、高雄市 62 人、台中縣 59 人、台中市 51 人、宜蘭縣 49 人、屏東縣 39
人、台南市 37 人、高雄縣 35 人、新竹市 25 人、嘉義市 25 人、彰化縣 23 人、

嘉義縣 23 人、花蓮縣 18 人、雲林縣 17 人、新竹縣 16 人、基隆市 16 人、南投

縣 15 人、台東縣 14 人、苗栗縣 13 人、金門縣 7 人、澎湖縣 1 人、國外地區

11 人。PeoPo 的公民記者有集中在大都會區的趨勢，尤其偏重北部。 
 以職業別觀察公民記者中，學生 255 人、教育／研究 55 人、傳播廣告 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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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19 人、資訊科技 12 人、文化藝術 7 人、政府機關 6 人、經商貿易 6
人、醫療 5 人、家管 3 人、農漁牧 2 人、金融保險 1 人、建築營造 1 人、房地

產 1 人、其他 72 人。此分類統計是按照公民記者加入 PeoPo 時填寫資料的職

業所做的統計，由於職業分類的類目並不詳盡，因此資料僅作為參考。但可以

看出公民記者仍以學生為主，而填寫其他的也高達 72 人，推測是來自於 NPO
組織的成員。（王晴玲，2008: 82-84） 

16 我們討論本小節的淹水事件以及下一小節的反對纜車事件，主要取材自 PeoPo
公民新聞網站。我們的做法，是在 2008 年 7 月 18 至 19 日登上 PeoPo 網站並以

「北投」為關鍵字搜索超過 10,000 則以上的公民新聞，最後得到 128 則的相關

報導。對這 128 則新聞，我們再以「投稿者」及「報導事件」加以分類；從中

我們漸漸看出「北投社大投稿 2007 年淹水事件」以及「謝姓公民記者報導反對

北投設置纜車的最近情況」之模式。這兩大模式遂成為本小節與下一小節討論

的焦點。 
17 這些為舉行「全民參與防災防弊公民論壇」而準備的前置訓練工作，可由北投

社大（2008/01/17）發布在 PeoPo 上的新聞中得知其內容。 
18  現況的 PeoPo 新聞平台並不具備視訊會議的即時互動功能。 
19 回想在討論「老街區的明天」議題上，主辦者原希望有 12 至 20 人進行線上會

議，結果只有 11 人報名，而主辦者還要為 11 個參加者的家庭，安裝網路攝影

機、寛頻網路、及會議軟體的現況。 
20 在註 12 中，我們提到陳敦源等人（2008: 95）的論文認為線上相對於實體會

議，更有提升政策知識的傳遞效果，更能提高共識，並更具驅動發言的參與效

果。對照此處謝宗學的五特性，我們可以清楚認出：所謂傳遞效果等同分散

性，而參與效果則等同互動性。下文中我們對互動性有以 Hardin 理論做出發點

的回應；這裡我們應該思索線上會議「提高共識」的效果。首先，陳敦源等作

者（2008: 79-80）自承，過去已存在文獻否定有此效果；而他們的「量化資料

的結果在統計差異的信心度未達到 90% 的普遍接受水準，但是在質化資料的

輔助下，本文仍是偏向認為，線上會議相對而言……為一個較具有『共識』的

溝通環境。」足見該文是很勉強的得到線上會議具提高共識效果的結論。其

次，該文既然選出了一共 29 位參加過公民會議的受測對象，我們可以認定這

29 人是接受「審議民主」這一北投「計畫型」公民團體標榜的民主議題的。所

以，如果說線上會議真的能提高「改善北投老街區」的共識，這樣的說法等於

是改變了圖二下半部「資訊科技乃增進公民團體內部互信的充分條件」的假

設，即轉換這一假設為「資訊科技乃增進公民團體內部互信及其民主實踐能力

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陳文的「提高共識」是會真正威脅到本文的立論的，

但是前提是我們必須對他們這一有文獻否定又自承相關不顯著（insignificant）
的結論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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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ivil Groups, 
and Democracy based on Beitou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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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discussion from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at of 
the trichotomy of social group suggest an important hypothesis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democracy.  The globalists 
proposed that IT promotes democracy by expand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civil groups and by raising the accessibility for their members.  The 
trichotomists suggested that IT demotes democracy because factions in the 
civil groups simply use it for their sectarian interests.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targeted on the IT ex-
perience of Beito district, a suburbian community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Taipei city, in its effort of pursu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results indicated pretty much support the trichotomists’ account, such as 
internet as applied in the online conference and in the platform of civil news 
raises the ability of factional groups to articulate their own issues.  How-
ever, so far it has failed to consolidate the sectarian interests hence that a 
greater democracy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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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IT), primary group, trust 

* Dr. Shiaw-Chian Fo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